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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国“合会”的演进: 

浙江和台湾的比较分析 

陈建林 

【摘 要】从中国“合会”的发展历程、影响力、运行方式、政策和功能五个角度出发,分析了浙江和中国台湾“合

会”的演变过程,对两者的发展轨迹进行比较。这两个地区一百年来中国“合会”不同的发展轨迹为我们认识民间

金融提供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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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合会”是一种民间储蓄、融资和经济互助组织。王宗培认为,合会的含义是:“自其方法言之,合会为我国民间之旧式

经济合作制度,救济会员,相互间金融之组织也”
①
。 

浙江的民间资金数量庞大,尤其是温州地区。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

不断扩大,从 1980年的 4. 5亿增加到 2004年的 400亿左右,增长了大约 88倍。尤其对温州市的民营中小企业而言,民间借贷显

得非常重要,姜旭朝等(2004)指出,温州全市民营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总额中,来自国有商业金融机构的贷款仅占 24%,其余的76%全

部来自民间借贷。 

台湾民间金融规模同样非常庞大。1964─1986年,台湾民营企业的民间借贷金额从 75. 24亿新台币上升到 6287. 74亿新台

币,增长 82. 6倍;而从民间借贷在台湾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最高年份(1964年)高达 48. 11%,最低年份(1974年)

也达到 30. 09%,平均比重为 36. 62%
②
。 

浙江和台湾都是民间金融非常发达的地区,而合会是民间金融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本文拟通过分析浙江和台湾合会的变迁

历史,对浙江和台湾合会的发展演变作比较分析,从而对两个地区合会的发展脉络做出初步判断。 

二、浙江合会的发展演变历程 

（一）发展历程 

20世纪,浙江合会的发展有两个发展高潮阶段:一个是 20世纪初,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另一个是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20世纪初,浙江合会战胜了现代银行,相对于其他传统金融手段典当和高利贷而言,也具有更强的吸纳力。20世纪 30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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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江南农村经济的普遍恶化,“农民经济枯穷,会的信用全失,已成者多数瓦解,筹款更难”
③
。到了 20世纪 40年代末,江南

地区的合会制度逐渐衰退(单强,等. 2002)。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合会等民间信用转入“地下”,但并没有绝迹。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合会的发展再次焕发生

机。在八九十年代,浙江温州民间金融市场发展较快,快于正规金融机构信贷市场的扩张; 90年代中后期至今,民间金融市场发展

趋缓,正规银行机构信贷支持在社会融资结构中开始上升为主体,这一时期民间金融市场发展较为稳定。浙江合会首先发展起来

的是互助性合会,进一步发展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性合会。 

(二)影响力的演变 

从合会资金占借贷资金的比例来看, 20世纪初浙江合会的比例比较大。20世纪 30年代,浙江农民通过银行及其附属机构所

得到的贷款仅占全部贷款的 10%左右,而农民 37. 7%的借款以合会为主
④
。合会的借贷资金大约是银行借贷资金的 4 倍。到了 80

年代,各种会和其它形式的民间金融,它们在市场中的份额约 12. 5%。会的资金总量约 214亿元,而金融机构贷款不到资金市场总

量的 1/3,居民存款首先考虑存到会里。 

从合会的数目和家庭参与合会的比例来看,这两个阶段浙江合会在当地民众的影响力很大。1934 年的调查表明,浙江的合会

数是 154 个,占全国合会总数的 8%,全国每县平均仅 2. 21 个合会,浙江省有 3. 35 个,这说明浙江合会非常普遍。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参与合会的人也非常普遍。温州苍南县金乡镇就是典型, 8000 多户几乎家家都参加会。以温州市项东村的调查为例,以

户为单位计算的合会参会率为 82. 8%(胡必亮. 2004)。 

(三)运行方式的演变 

1.会金得标方式根据选择收取会款的会员的法则,合会主要分为三类:按会前约定的次序轮收的称为“轮会”,以摇鹘方法确

定收会的称为“摇会”,用投标方法竞争得会的称为“标会”。 

1932年的调查显示,浙北有 12种不同的钱会组织,其中, 7种钱会采取“认”的得会方式,即“轮会”, 5种钱会采取“摇”

的得会方式
⑤
。1934 年的调查表明,浙江的摇会占到所有合会总数的 45. 6%,轮会占 30. 7%,标会为 7. 7%,这三种合会占到所有

合会比例的 80%
⑥
。 

改革开放以后,会金的得标方式仍以这三类为主,但是采用标会的数量增加了。一项对台州的调查表明,会金的得标方式中,

标会最受欢迎,约会(即轮会)比较少。2002年温州项东村的调查也表明,合会形式基本上为单一的标会(胡必亮. 2004)。 

2.合会的人数与会期 

20世纪初,合会参加的人数,少者五、六人,多者十数人,甚至数十人(单强,等. 2002)。1932年调查可以发现,浙北合会的规

模在 7人到 25人之间,会期最短为 4个月,最长为 1年
⑦
。1934年的调查表明, 58%的合会年限在 5年以内

⑧
。 

改革开放以后,合会的参加人数和会期都有小幅增加。一般来说,合会存续时间短则 1 年左右,长的可达到 8 年 5 个月;会员

少则 2人,多则上百人,有的会还有外地人。 

3.会金的数额与利率 

1932年的调查显示,浙北合会的会金的金额最少为 50元,最多为 1000元,在 12种不同的钱会组织中, 4种在 100元以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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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 100元到 200元之间,还有两种在 100 到 1000元之间。1934年的调查表明, 58%的合会会款在 100元以下, 100元～ 200元

的合会占 21. 6%, 200 元～ 400元的合会占 8. 6%,400元以上的特大合会则占 11. 8%。80年代以后,合会的金额大幅增加,可以

满足部分生产所需的资金。温州合会按金额规模有千元会、万元会、乃至数十万元会,以“单万会”居多。温州苍南的单个会一

般在 3万元左右,最大的也在 5万元以下。温州项东村的调查表明,每个会的平均规模大约为 6000元,平均运行周期大约为 2年。 

合会的利息有较大幅度的增加。20世纪初,合会利息较低,高者月息只 1分左右,低者仅三四厘
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温州合

会会金的月息一般为 2%～ 2. 5%。如表 1所示, 80年代以后,温州的民间利率的年利率在 25%～ 45%之间,比官方基准利率要高。

利率水平的增加可能与合会更多地满足生产需求有关。为了满足生活互助需求的合会,其利率比较低。21 世纪初,温州市苍南县

合会的“贷款年均利率”最高为 2. 23%,低于正式金融机构普通贷款基准年利率(5. 31%)(冯兴元. 2004)。 

 

(四)合会政策的演变 

浙江合会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和规范,对待合会的政策时松时紧,当出现“倒会”事件后,政策就会比较严格。 

在 20 世纪初,合会纯系私人合作,不具有法律效力,政府无相应法规管理,一旦会脚因某种原因不能按期缴纳会金,会务停止

运行,其责任只能由会首负担,但因会首责任过重,力量太小,会脚亦常常遭受损失(单强,等. 2002)。 

在法律法规上看,现代的标会依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在经历了 80年代相对宽松的时期以后,随着“倒会”事件的

发生, 90年代中后期对合会的政策开始严格了。对于营业性的合会,政府持否定的态度,例如温州明确规定:严厉打击以赢利为目

的、以“做会”为主要形式的非法融资活动;对于一人担任多个“会主”角色,或专门从事组织各种“呈会”以谋取收益的人员,

要严加监管,规模过大的“会”要坚决予以取缔
⑩
。 

(五)合会功能的演变 

在 20 世纪初期,合会主要是以满足生活急需为主,也有一部分是满足再生产需求。费孝通指出,通常组织这种互助会的目的

是为办婚筹集资金,为偿还办丧事所欠的债务。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合会也首先是从互助性合会发展起来。但是,有些合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间接的民间信用手段,失去了

互助的性质,变成了营利性的私人金融组织。“标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标会”的运行规则是进行利率竞标,谁出的利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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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先得会金。在八十年代,浙江合会的民间利率在 25%～ 40%之间。史晋川等人指出, 80 年代中期以后,有小部分合会演变为诈

骗性的“抬会”,会主以高利率为诱饵(有的月息高达 50%),骗取大量资金在“会”与“会”之间周转。 

三、台湾合会的发展演变历程 

台湾合会虽然仅是众多正式非正式金融工具中的一种,但其融通资金规模之大,普及程度之深之广,在世界上无出其右(李晓

佳. 2005)。因此,有必要分析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会在 20世纪的发展历程,理清其演变的脉络。 

（一）发展历程 

裴天士(2005)将这 100年来台湾合会的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合会是在纯粹互助的基础上组建的,其性质为互助

性合会。第二阶段合会开始分成两类:非营业性合会和营业性合会。第三阶段的标志是 1913年企业化经营的合会的出现,出现了

致力于组建合会的金融公司。第四阶段的标志是 1916年“合会储蓄公司法”的颁布,从此合会储蓄公司成为金融机构,开始正式

纳入金融体系。第五阶段的标志是从 1976 年开始,合会储蓄公司从非银行机构升级为成熟的中小企业银行。这些中小企业银行

在 1998年最终成为普通民营银行一员,至此合会复归传统,以民间经营为主(李晓佳. 2005)。 

(二)影响力的演变 

考察台湾合会的影响力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看合会在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即合会金额占全部金融资金的比重;二是看

台湾居民参与合会的程度。 

从 1964 年到 1988 年,民间合会规模占全部金融资金的比重大致在 5%～ 10%之间浮动,并保持震荡走高的趋势,从 1964 年的

6. 8%增加到 1988年的 10. 2%,所占的比例增加了 50%
○11
。这表明台湾合会在企业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在增大。 

虽然不同学者的调查数据各有不同,但均显示台湾居民参与合会的程度非常深。对台湾地区 86所合会中的 5670个家庭调查

显示,大约 68. 3%曾参加过某种形式的合会
○12
。另一项调查表明,台湾民众参与标会的普及率高达 85%,标会所占信用资金一年为

1140 亿元,占调查当年(1978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21. 92%
○13
。1984 年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参与这种民间金融活动,而且都市群

众的参与程度还略高于农村;从家庭所得划分来看,家庭所得越高,其参与程度也越高,年收入在 6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入会比

例高达 70%
○14
。从 1977 年到 1991 年,台湾合会家庭参与率呈现“增长—下降—增长”的趋势,从 1977 年的 24%增加到 1979 年的

31%, 1980 年以后出现了大规模倒会风波导致合会家庭参与率有明显下降,到 1985 年下降到 5%,然后合会家庭参与率重新上升,

到了 1991年回升到 23%
○15
。 

(三)运行方式的演变 

1.会金得标方式 

会金得标方式呈现了“抽签—竞标—抽签”的演变。在单纯互助性合会,主要采用抽签等方式预先制定得标的顺序。当营业

性合会出现以后,主要通过秘密竞标的方式确定得标会员的顺序,出标金额最高者得标。自 1956 年起,台北区合会储蓄公司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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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抽签的方式,其它公司亦仿效推行;到 1964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合会公司所经营的合会还是在运用投票方式, 10年以后,

这一比例降到了 3. 7%。在 1967年底,各合会储蓄公司的抽签式合会契约金额已达 74. 19亿元(新台币),占契约总金额的 76. 5%。 

2.合会的人数与周期 

合会的人数与周期的演变情况难以找到全面的资料来分析,但是从一些调查中也可以发现其特点。1922 年,中国业主组织的

合会多达 4400个,每个合会平均召集 12名会员,而日本业主共注册了 1070家合会,每个合会平均召集 25名会员;到了 20世纪 40

年代,无尽公司经营的合会平均召集 30 名会员。不同合会开标频度和持续期限也不尽相同,最常见的为每月开标一次,但也有半

月、每旬甚至日日开标者。20世纪 60年代的调查发现,最常见的是 18个月和 20个月的合会契约,占全部契约的 85%以上。 

3.会金的数额与利率 

在日本殖民时期,从 1916 年到 1942 年,会费总额增长了 20 倍,会金总额增长了 5 倍。光复以后,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大约三分之二的会金平均在 10000新台币左右(合当时 250美元),这相当于当时每人平均国民所得的三分之二。 

从利率来看,学者的调查表明台湾合会利率是银行利率的两倍水平左右。李晓佳(2005)运用《金融统计月报》的资料,推断

1964- 1994年台湾合会利率是银行利率的两倍水平,民间合会利率保持在年息 20%～ 30%之间。有学者则估算, 1982年民间合会

利率约为年利率 20. 27%,接近同期银行短期放款利率的 2倍
○16
。 

(四)合会政策的演变 

从最初的日本殖民政府,到后来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合会”都制定了相同的管理策略:规范管理,个别取缔,允许专业金融

机构吸收容纳。 

1902 年专门针对互助性合会公布《讲会取缔规则》,规定会首必须订立一份会书,并在指定部门进行登记。1913 年,将日本

的《无尽业法》引入台湾,规定合会业务的经营须采取企业形式。1922 年,放宽注册管理,即会员人数不超过 20 人、会期少于 2

年、会费不超过 15日元时,合会不需注册
○17
。台湾光复后,政府对合会仍是网开一面。台湾 1948年颁布《台湾合会储蓄业管理条

例》,建设合会储蓄公司体系,允许合会公司进行票据贴现、境内外汇业务、无担保贷款; 1976 年决定将合会公司转型为中小企

业银行。在 1999 年由“立法院”通过了《民法债编》,首次以法律形式对民间合会的定义、契约条款、竞标程序、会首会员责

任义务等做出了详尽规范(李晓佳. 2005)。 

(五)合会的功能的演变 

与浙江合会类似,台湾合会同样首先是互助性合会,一部分发展为营业性合会,甚至有一小部分发展为诈骗性合会,出现倒会

的风波。尤其是在 20 世纪末,倒会风波从台湾南部的美浓镇、彰化县以及桃园县一直蔓延到台北的三重市
○18
。但是,不少合会在

政策引导下,其运作逐渐纳入到正规金融体系中,其功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逐步增加了银行的功能。首先,可以为入会者提供小

规模的金融服务,如办理贷款和存款账户,公司从中收取服务费。其次,《台湾地区合会储蓄业管理规则》公布后,其服务范围得

到扩展,非参与合会者可以向合会公司借款,允许合会公司进行票据贴现、境内外汇业务、无担保贷款。 

四、浙江与台湾合会演变历程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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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间金融发达的地区,浙江和台湾合会对当地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比较浙江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会的发展历

程,本文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从发展历程来看,浙江合会转入地下,台湾合会浮出水面 

从浙江合会的发展轨迹来看, 20世纪初,合会在浙江处于地下状态。改革开放 20多年来,浙江合会呈现“地下-半公开-地下”

的趋势。从最初的各种互助性质的“会”,到“半合法”的营利性的“会”和私人钱庄,但是 90 年代以后,这些“准合法”的金

融中介被清理整顿,被迫转入地下状态。从台湾合会的发展轨迹来看,台湾合会呈现“地下-半公开-公开”的趋势(胡军、陈建林. 

2008)。台湾的合会组织经过开办合会金融公司、纳入金融体系、将合会公司组成中小企业银行三个阶段,将合会完全公开化。 

2.从影响力来看,两个地区的合会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合会的数据不具有公开性,现有文献的调查数据不完全相同。然而,就现有的数据而言,无论是浙江还是台湾合会均对当

地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影响。从合会金额占全部金融资金比重以及居民参与合会程度这两个指标来看,都体现了合会在这两个地

区的重要性。 

3.从运行方式来看,两个地区的合会各有特点 

首先,就得标方式而言,浙江由以轮会、摇会为主转变为以标会为主,台湾则呈现了“摇会-标会-摇会”的发展轨迹。其次,

就合会的人数与会期而言,浙江合会参与的人数在增加,会期的时间也在延长,台湾合会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最后,从会金的数

额和利率来看,浙江会金的数额的平均值高于台湾,而浙江合会会金的利率也高于台湾合会。 

4.合会政策取向相异:“推式”与“拉式” 

浙江和台湾对待合会的政策取向并不一致。浙江采取的是“推式”,希望用合法的金融组织替代民间金融组织。浙江在 20

世纪 80年代对合会等民间金融组织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但是 90年代以后,这种态度开始发生转变。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将城

市信用社合并成商业银行,并整顿了私人钱庄、农村基金会等,对合会进行了治理。由于这种推力,合会等民间金融组织开始转入

地下。 

台湾采取的是“拉式”,将地下民间金融组织引导成公开民间金融组织。台湾对待合会的基本策略是:严格规范,个别取缔,

允许专业金融机构吸收容纳。合会行为的银行化,意味着对中小企业传统融资方式转变的支持。这一金融领域的改革,并不意味

着对旧有融资方式的抛弃,而是意味着现代金融机构对这些融资方式的接纳。 

5.从合会功能来看,两个地区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从合会功能的演变趋势来看,浙江和台湾合会的相似之处有两点。第一,无论是浙江还是台湾的合会,均有互助性质转变为营

利性质。两个地区合会最初的目的均是为了解决人们在生活或者生产资金缺乏的困难,实现互相帮助的目的,但是后期合会都具

有营利性质。第二,合会的功能均出现了异化的现象,两个地区合会的发展都出现过失控的现象,发生了“倒会”风波。浙江和台

湾合会功能的不同之处体现为:台湾合会的运作逐渐纳入到正规金融体系中,因此增加了银行的一些功能,而浙江合会不具有银

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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